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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起突发公共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引发起公众恐慌、焦虑、抑郁等心理危机。政

府信任和社会支持被学界视为影响公众心理危机的社会环境因素,但尚缺乏有力的实证证据加以

验证。为此,研究探讨政府信任和社会支持对公众心理危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公众的政府信任有利于降低其心

理危机,但非正式社会支持反而增加了公众的心理危机。因此,增强政府信任和防范非正式社会

支持的负面作用是缓解公众心理危机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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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publicemergency,COVID-19epidemichascausedpublicpanic,
anxiety,depressionandotherpsychologicalcrises.Governmenttrustandsocial
supportareconsideredbyacademiccirclesassocialenvironmentalfactorsaffecting
thepublicpsychologicalcrisis,butthereisstillalackofstrongempiricalevidence
toverify.Thus,ithasimportan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tostudythe
impactofgovernmenttrustandsocialsupportonthepublicpsychologicalcrisis.
Throughregression analysisofpublicquestionnairesurvey dada duringthe
pandemic,itisfoundthatgovernmenttrusthashelpedreducepublicpsychological
crisis,butinformalsocialsupporthasincreased publicpsychologicalcrisis.
Therefore,strengtheninggovernmenttrustandpreventingthenegativeeffectsof
informalsocialsupportareeffectivewaystoalleviatepublicpsychological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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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文简称

“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省武汉市出现并迅速蔓

延至全国。2020年1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



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的通知》,将心理危机干预纳

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目的是减轻疫情所致的心

理伤害并促进社会稳定[1]。心理危机干预是国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都

分,在突发事件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同时,
加强突发公共事件期间公众心理危机的疏导与干

预是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培育积极向上

社会心态的题中之义。

一、问题的提出

心理学家卡普兰(G.Caplan)从1954年开始

对心理危机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心理危机干预

理论[3]。他认为,当个体面临困境且惯常处理问

题的方式及支持系统不足以应对困境,即必须面

对的困境超过个体能力时,个体便产生暂时性的

心理失衡,这种失衡状态就是心理危机。心理危

机的特征是高度紧张并伴之以焦虑、挫折感和迷

茫感[4]。按照心理危机的刺激源可以把心理危机

划分为两种类型:成长性危机和环境性危机。其

中环境性危机是源自外部事件所引发的心理危

机,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5]。新冠肺炎疫情所引

发个体或群体间产生的焦虑、挫败感、迷茫、紧张

等负面心理反应属于环境性心理危机。研究探索

事物发生的因果关系,增强人类对事件的确定性

认识是实证研究的使命。因此,探寻环境性心理

危机的影响因素,并对心理危机进行有效的疏导

与干预是缓解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心理伤害以及

保障公众心理健康的必要前提。
学界对心理危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与突发

公共事件的爆发具有同步性,即突发公共事件的

爆发通常引起学界对心理危机的探讨。已有研究

为心理危机的进一步深入探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与基础。研究内容上,研究者主要从突发公共事

件性质、个人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探讨心理危机的

影响因素。其中,突发公共事件的新异性、可控制

性和可预见性等事件性质被认为是心理危机产生

的重要原因[6]。而个人人格特征、对突发公共事

件的态度与认知以及是否经历过类似的突发公共

事件等是影响心理危机的个人因素[7]。此外,社
会支持和政府信任是社会环境层面影响心理危机

的重要因素[89]。对突发公共事件性质和个人因

素的研究中,已基本达成较为一致的观点,但对影

响心理危机的社会环境因素尚未形成统一的共

识。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主要在概念梳理、现状描述、理论探讨和逻辑推理

层面进行探讨,定量研究方面尚缺乏,目前从文献

中查到的仅有少量以“非典”事件为例对心理危机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定量研究[10]。研究视角上,
现有研究主要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心理危

机进行研究。然而心理危机与突发公共事件相伴

而生,心理危机疏导与干预已经成为公共危机管

理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
综上,本研究将从公共管理的视角,以新冠肺

炎疫情为研究的现实背景,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探

析突发公共事件情境下影响公众心理危机的社会

环境因素,并聚焦于公众的政府信任和社会支持

两大社会环境因素。

二、研究假设

1.政府信任与心理危机

政府信任是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

作和行为的一种心理认同及评价态度[11]。心理

危机主要是由于处境的不确定和未来的不可预期

导致个体自身现有能力无法应对困境而产生的心

理失衡状态。因此,自身无法胜任当前处境的个

体转而寻求外部力量以应对目前困境。突发公共

事件中,政府信任主要来源于公众对政府管控突

发公共事件风险和制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措施等

行为的认同与评价态度。当公众对政府的应急管

理行为产生认同时,其应对困境的信心会随之增

强,进而减缓心理失衡程度,即缓解公众的心理危

机感。反之,政府信任的缺失会加剧公众的焦虑

与不安,进而引发哄抢物资、谣言四起、民众恐慌

等负面事件,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社会信

任或政府信任的缺失被视为是产生心理危机或者

心理恐慌的重要原因[8]。
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公众对政府信任

与其心理危机呈反方向变动。即公众对政府信任

度越高,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态度更为积极乐

观,进而减缓心理危机。

2.社会支持与心理危机

“社会支持是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物质和

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

社会行为。”[12]社会支持包括正式社会支持和非

正式社会支持,非正式社会支持是指亲人、朋友、
同事和领导等非正式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物质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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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手段对公众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行为。本研究

主要探讨非正式社会支持对个体心理危机的影

响。相较于政府信任,学界关于社会支持对心理

危机的影响尚未形成共识。部分学者认为,获取

多维度社会支持的人群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
良好的人际交互可增加心理危机感。人际交互的

过程中易于营造出特定的社会心理氛围,与突发

公共事件相关的主题内容被反复传播,对个体造

成心理暗示,最终加剧了恐慌等心理危机[13]。另

有部分学者认为,拥有较高社会支持的人更能在

突发公共事件中渡过难关。关于社会群体应激的

研究也表明,与他人共担应激情境风险时,应激情

境的消极影响将会大大减弱[14]。社会支持与政

府信任类似,是个体获取外界支持的重要途径之

一,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个体因无法与困境抗衡而

产生心理危机,进而采取寻求外界支持的策略。
因此,社会支持对心理危机具有一定的抵御作用。

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2:非正式社会支持

对公众心理危机具有抵御作用,即公众获得越多

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其心理危机表现越不明显。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研究的调查

无法按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样本,故此,由经过培

训的17名成人高等教育学生采用网络填答法对

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和采集样本数据。成人高等教

育学生均为在职人员,其所在工作单位与城市具

有一定的异质性,保证调查数据更为随机、科学。
问卷调查实施时间为2020年2月2日至2020年

2月21日,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1801份,问卷回

收之后,剔除32份回答不完整或者结果雷同的样

本,共得到1769份有效问卷,占回收问卷的

98.2%。

2.变量说明与因子分析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心理危机,而目前学

界对心理危机的定量研究尚未成体系,对于心理

危机的测量主要从焦虑、怀疑、创伤性和抑郁等几

个维度进行[15]。本研究借鉴景怀斌和胡斌对心

理危机的测量方法[10],分别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

抑郁量表(CES-D)[16]的部分题目测量抑郁情绪,
事件冲击性量表(ISE-R)[17]的部分题目测量创伤

性,症状自评量表(SCL-90)[18]的部分题目测量焦

虑情绪,并增加公众怀疑心理的测量内容。询问

被调查者对以下12个陈述的认可程度:“担心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即使家属和朋友帮助,仍然无

法摆脱心中对感染染病的担忧”“因为疫情而睡眠

情况不好”“神经过敏,心中不踏实”“感到紧张或

容易紧张”“感到坐立不安、心神不定”“觉得疫情

会再次重演”“周围的事物总令我想起疫情”“怀疑

周围的人可能就是感染者”“怀疑武汉市民,并远

离武汉市民”“避免与其他人的接触,认为接触会

增加感染风险”“总是会控制不住在网上搜索与新

型冠状病毒相关的信息”。回答赋值为“1=完全

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中等;4=比较符合;

5=完全符合”。最后,通过因子分析的方式构建心

理危机的代理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政府信任与非正式

社会支持。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任一般由两

大方面构成,即公众对政府发布信息的信任度和

公众对政府采取应对措施的信赖程度。根据政府

的层级不同,政府信任被划分为中央政府信任和

地方政府信任。因此,本研究通过询问被调查者

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主体的信息和举措的

信任程度进而测量政府信任。具体通过询问被调

查者“对于中央政府所发布的‘疫情’公告的态度

是什么”以及“对于地方政府所发布的‘疫情’公告

的态度是什么”,回答赋值为“1=完全不相信;2=
比较不相信;3=中等;4=比较相信;5=完全相

信”。另外,询问被调查者对“防控疫情的治理政

策与措施,使我更相信中央政府了”“防控疫情的

政策与治理措施,使我更相信地方政府了”以及

“防控疫情的政策措施极其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与

人民的利益”等陈述的认可程度,回答赋值为“1=
完全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中等;4=比较符

合;5=完全符合”。
此外,本研究关注的是公众的非正式社会支

持,因此主要询问被调查者在困境中是否分别得

到来自亲人、朋友、同事和领导的情感和物质上的

帮助,回答赋值为“1=极不同意;2=稍不同意;

3=同意;4=一般同意;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

则非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以此测量公众获得的非

正式社会支持情况。
(3)控制变量

如前所述,个人因素和突发公共事件都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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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心理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将性别、出生

年份、受教育程度、职业、政治面貌和婚姻状况等

个人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此外,将新冠肺炎疫情

中被调查者所在地的省份①(1=湖北或广东或河

南;2=其他省份)、城乡属性(1=城市;2=城镇;

3=农村)作为控制变量,尽可能控制突发公共事

件性质对个人心理危机的影响,以确保研究结果

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4)因子分析结果

本研究使用SPSS22.0分析心理危机、政府

信任和非正式社会支持三个变量中指标的信度。
经分析,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39、0.802
和0.869,均大于0.80,说明三个变量的指标内在

信度良好。同时利用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

测量三个变量中所含指标的结构效度,经检验,三
个变量指标的 KMO值分别为0.878、0.698和

0.861,均大于0.6,且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

水平均为0.000,小于0.05,意味着心理危机、政
府信任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指标之间存在较好关

联程度,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心理危机、政府信任

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公因子,并通过正交旋转法

得到各因子的载荷值。以特征根大于1为标准提

取心理危机、政府信任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公因

子,分别对总体方差变异的68.55%、77.51%和

70.36%信息进行解释。在公因子指标包含的具

体内容基础上将其重新命名(见表1),同时根据

每个变量的公因子旋转后得分及旋转载荷平方和

方差累计百分比计算心理危机、政府信任和非正

式社会支持的得分。

表1 因子分析结果

变 量 公因子命名
旋转载荷平方和方差

累计百分比/%

心理危机

焦虑 27.69
怀疑 44.78
创伤性 57.49
抑郁 68.55

政府信任
对政府措施的信任 42.98
对政府信息的信任 77.51

非正式
社会支持

业缘性社会支持 29.10
朋友社会支持 50.37
亲缘性社会支持 70.36

  3.模型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由于本研究设计的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

量均属于定距变量,因此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研

究假设进行评估,模型设定如下:

y=α0+α1c+α2s+βCV+ε (1)
其中c、s分别代表核心解释变量政府信任与非正

式社会支持,其估计系数α1 和α2 是本研究关注

的重点。根据研究假设,预期α1 和α2 均为正数。
此外,CV是控制变量,ε是随机扰动项,α0 是常

数项。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研究中将全

  ① 省份变量根据2020年2月21日新冠肺炎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情况进行分类。其中,湖北、广东和河南累计确诊病例数为当日排

列前三。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      量 低心理危机 高心理危机 差异性检验

政府信任
对政府信息的信任 7.30(1.49) 7.10(1.51) 0.191**
对政府措施的信任 9.72(2.19) 9.55(2.02) 1.283*

非正式社会支持
业缘性社会支持 13.39(3.66) 13.77(3.41) 3.494**
朋友社会支持 8.70(2.03) 8.75(2.00) 0.677
亲缘性社会支持 10.60(2.34) 10.42(2.33) 1.938*

省份
湖北、广东、河南 41.8%(414) 41.5%(315)
其他省份 58.2%(577) 59.5%(463) 0.246 

性别
男 48.2%(478) 42.7%(332)
女 51.8%(513) 57.3%(446) 5.223**

年龄 31.97(9.74) 32.59(9.48) 0.115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1.8%(117) 11.8%(92) 
高中/中专 21.8%(216) 24.4%(190)
大学专科 32.3%(320) 33.6%(261)
大学本科及以上 34.1%(338) 30.2%(235)

3.582 

注:最后一列为两种类型特征差异的单因素方差检验或卡方检验;括号中定距及以上变量报告均值及标准差,定类变量

报告百分比及频数;年龄=2020-出生年份;*、**、***分别表示变量在10%、5%、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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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样本依据心理危机得分的均值划分为“低心理

危机”和“高心理危机”两个组别,并且进行不同组

别之间的对比。数据显示,公众对政府发布信息

和措施的信任都与心理危机存在相关关系,尤其

是对政府发布信息的信任与公众心理危机在5%
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不同类

型与心理危机的相关程度不同,其中业缘性社会

支持与心理危机的相关度最高。此外,性别在心

理危机的分组之间也存在显著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模型回归的结果。根据模型(1)
的回归结果,在没有其他控制变量时,即式(1)中

CV=0时,政府信任的系数为-0.044,在10%的

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信任显著减缓公众心理危

机的产生;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系数为0.050,在

表3 回归结果

变  量
模型(1)

系数 标准误差 VIF

模型(2)
系数 标准误差 VIF

政府信任 -0.044* 0.024 1.067 -0.056** 0.024 1.127
非正式社会支持 0.050*** 0.019 1.067 0.046** 0.019 1.095

城乡属性 0.030 0.031 1.076
省份 0.056 0.055 1.035
性别 0.104* 0.055 1.039
出生年份 -0.002 0.004 1.867
政治面貌 0.047 0.031 1.153
婚姻状况 0.085 0.066 1.790
受教育程度 -0.032* 0.017 1.264
职业 -0.007 0.008 1.058
(常数) 3.186*** 0.185 6.882 7.618

调整R2 0.004 0.009
F 4.413** 2.527***

Durbin-Watson 1.876 1.881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0%、5%、1%水平上显著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非正式社会支持显著增加

公众心理危机感。模型(2)将城乡属性、省份、性
别等控制变量同时纳入式(1)后,政府信任与非正

式社会支持对心理危机的影响依然显著,政府信

任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并
且影响的方向保持不变,即政府信任显著降低了

公众的心理危机,而非正式社会支持显著增加公

众的心理危机。由此,假设H1得到验证,而假设

H2不成立。
非正式社会支持依靠个体长期亲密接触的非

正式社会网络和社交接触,个体获得更多非正式

社会支持则意味着其与领导、同事、朋友和亲人之

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交接触愈加紧密。由于进行问

卷调查的时间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恶化的严峻

时期,个人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给予的互助性作用

相对薄弱;与之相反,亲密的社会网络和社交接触

可能加剧个体对与其有重要关系的他人的担忧,
进而增加个体的心理危机。此外,新冠肺炎存在

明显人传人的特点加剧密切社会关系群体的恐慌

心理。另一方面,突发公共事件发展过程中经常

伴随着社会谣言的产生,非正式信息渠道易产生

或扩大社会谣言的影响,进而增加公众的心理危

机感。相反,政府官方渠道的正确信息是防范与

击破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谣言的重要力量,是稳定

民心的重要途径。因此,这也合理解释了本研究

的回归结果。
在控制变量中,性别、教育程度与心理危机具

有显著的相关,说明心理危机水平在不同性别和

受教育程度者之间均存在差异,其中受教育程度

越高,个体产生心理危机的可能及心理危机的水

平越低。

2.多重共线性与内生性

(1)多重共线性问题

回归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即回归

模型中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各解释变量

之间相互影响,进而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本研

究通过评估模型中变量的 VIF值检验回归模型

的多重线性问题。VIF值的取值区间为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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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越靠近1时,则代表模型的多重线性问题越不

严重。从表3的结果可知,模型(1)和模型(2)各
个变量的VIF值均在1.035~1.867之间,因此,
本研究认为该回归模型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

性问题,该回归结果较为准确地刻画了政府信任、
非正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危机之间的关系。

(2)内生性问题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

下,个体的政府信任与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其心理

危机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从严格意义上

说,这种显著关系并不能说明因素之间有因果关

系,因为可能存在其他的解释。如对于其他可能

影响心理危机水平的因素尚未加入控制变量中;
心理危机越低的个体可能政府信任水平越高或者

非正式社会支持越低,即存在一种“自选择”机制,
可能存在心理危机反方向影响个体政府信任和非

正式社会支持的情况等。上述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可能会导致回归模型评估结果的偏差以及不

一致。
因此,可通过两种方法评估回归模型的内生

性问题:一是评估回归模型的Durbin-Watson值。

Durbin-Watson值的取值范围为0~4,取值越靠

近2,则代表残差项之间愈不相关。从表3结果

可知,模型(1)和模型(2)的Durbin-Watson值分

别为1.876和1.881,均接近于2,因此,有理由认

为该模型的内生性并不严重。二是评估模型的标

准化残差值与核心解释变量的相关性。经检验,
模型(1)和模型(2)的标准化残差与政府信任、非
正式社会支持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均不存在显著的

相关性。综上所述,有理由相信该回归模型不存

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的现实背景,
聚焦于两种影响公众心理危机的社会环境因素

公众的政府信任与非正式社会支持,通过网

络调查法获得个人微观数据,并采用线性回归模

型定量考察了政府信任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公众

心理危机的影响效应,这是对心理危机研究的主

要贡献所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

量不变的前提下,突发公共事件情境中,公众对政

府的信任显著缓解公众的心理危机感,而公众的

非正式社会支持则显著地增加了心理危机感。政

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是公众应对心理危机的重要

外部力量,突发公共事件暴发的初期阶段,依靠官

方信息和防控政策建立的政府信任有利于公众减

缓心理危机的产生。与之相反,来自非正式社会

网络的支持可能成为谣言和心理危机的放大镜,
增强公众的心理危机感。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

定量的方法回答公众的政府信任与非正式社会支

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心理危机的影响度,加深对

公众心理危机及其社会环境影响因素的认识,对
于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一,增强政府信任,降低公众心理危机风

险。疫情初期政府强有力的举措和可靠的信息是

抵御公众心理危机的有效途径。因此,政府应及

时、准确地通过各种官方渠道发布具有正确导向

的信息,正确引导公众对突发公共事件发展态势

的认识与判断,防止社会谣言对公众心理的负面

影响,并及时对公众心理危机进行科学的研判和

干预。政府信任既来源于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

的信息可信度,同时也取决于政府应对突发公共

事件举措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就长期策略而言,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任的建立是对政府执政能

力和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考验。政府应该加强对

突发公共事件的研判与预案研究,建立长期稳定

的公共危机联防联控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以此

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此外,应充分发挥社

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专业精神卫生机构、工会

和基层社区等社会主体的正式支持作用,优先、妥
善干预重点区域和重点群体的心理危机,如女性、
医务工作者、返工的非城市户口人员等的心理危

机。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心

理疏导与干预网络。
第二,防范非正式社会支持在突发公共事件

初期的负面影响。个体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对公众

心理危机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政府应加大心理

疏导与心理危机干预的力度,防止心理危机在一

定的非社会网络蔓延和扩散。提高公众对突发公

共事件及其心理危机的认识,普及应对突发公共

事件与舒缓心理危机负面影响的常识是科学应对

突发公共事件的有效途径之一。尤其需利用多种

途径加强广大基层社区(村)和工作单位的作用,
通过各种宣传和教育,将心理疏导与干预延续到

复产复工阶段并融入各复工复产人员中。
尽管本研究采用定量方法对心理危机的社会

环境因素进行了研究,但也存在采用的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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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缺陷。一方面,特殊时期通过网络平台发

放调查问卷,无法确保数据完全符合概率抽样的

要求;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属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仅是突发公共事件的类型之一,因此结论对

于其他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是否成立仍有待探

讨。此外,数据采集的时期是新冠肺炎疫情发展

的高峰期,其属于卡普兰危机理论的第二阶段,即
当事人面对失衡的现状开始具有求助动机,但是

该阶段的求助会进一步增强当事人的焦虑情

绪[19]。景怀斌和胡斌对“非典”时期心理危机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社会支持性因素对心理

危机的影响发生在非典的后期[10]。也就是说,社
会支持对心理危机的影响可能存在突发公共事件

不同阶段的差异性。这些都是后续研究值得深入

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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